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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国东印度公司在 １８ 世纪的海外贸易竞争中不甘落后， 借助政府支持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商业

贸易， 并在广州设置商行处理各种事务。 法国商行的设立、 发展及最后的关闭， 与法国在国际上与英国争

夺海外殖民地及国内革命形势和贸易政策密切相关， 它经历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同样的命运， 即起初在对

华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 １８ 世纪末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本文依据原始文献对这一时期来华法国船只的

数量以及法国商馆的管理人员名单进行统计， 力图清晰呈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法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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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Ｒ ＡＮＯＭ Ｃ１ ８ － １６，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Ｍｅｒ．
②　 １８８３ 年， 高第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１８４９—１９２５） 收集了法国国家档案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海外及殖民地档

案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ｔ ｄｅ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外交部档案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ｕ Ｄé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Ｅ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 中有

关法国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情况出版了 《十八世纪的法国在中国》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ｄｉｘ － ｈｕｉｔｉèｍｅ
ｓｉèｃｌｅ， Ｅｒｎｅｓｔ Ｌｅｒｏｕｘ， １８８３． ）。 本文所参照的资料即为高第收集整理的六卷本， 题为 “东印度， 中国， 交趾

支那”。 其中有关中国的文档共三卷， 大部分是有关东印度公司及广州商馆的文件， 主要是从 １７７０ 年 １０ 月

至 １８１４ 年 ９ 月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状况； 其余三卷的文献资料是有关交趾支那 （不到两卷）、 秘鲁及暹罗。

　 　 １７ 世纪时， 法国的国力逐渐增强， 波旁王朝统治者在位期间都极力恢复和平， 修养生息，
其后经过主教大臣黎塞留和马扎然的大力整顿， 到路易十四亲政时期， 法国的专制王权达到了极

盛， 于是开始大力拓展海外贸易。 国王下令建立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 成立贸易公司， 以促进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法国东印度公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该公司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取

得了丰厚的利润， 船只及人员往来日渐频繁， 这就促使其在广州设立固定的商务办事处， 处理每

年法国船只来华的贸易事务。 众多学者 （如梁嘉彬、 黄启臣、 彭泽益、 李国荣等） 都对明清时

期广州的行商有所关注， 也发表了若干研究成果， 但他们对法国商馆所涉及的内容却较少注意。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权不支持海外贸易， 将相关档案予以销毁， 使得保留下

来的档案不多。 法国东印度公司原始文献资料的匮乏， 导致其相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本文依据

法国海外国家档案馆涉及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的 ９ 卷档案①， 再结合高第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收集

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情况的原始资料②、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最后一任商务代表贡斯当

９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的回忆录①以及莫亥莱 （Ａｂｂé Ｍｏｒｅｌｌｅｔ）②、 德尔米尼 （Ｌｏｕｉｓ Ｄｅｒｍｉｇｎｙ） 等

学者的研究成果， 对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管理机构———广州法国商馆进行研究， 以期增进我们对

１８ 世纪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状况， 及其代理机构的建立、 成员构成、 活动内容等方面的了

解， 进而对清代中外关系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 法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

第一家拥有对印度贸易专利特许权的法国公司成立于 １６０４ 年。 由于在最初两次航海贸易中

交易的商品不需缴纳任何税费， 故其获利颇丰， 不久后这家公司又得到了前往印度贸易的 １５ 年

专利特许权。 但直到 １６１１ 年， 该公司都并未进行前往印度的航海活动，③ 其后也只是在 １６２４ 到

１６３５ 年间去印度和马达加斯加进行了几次试航。 １６６４ 年， 接替富凯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ｏｕｑｕｅｔ） 担任路易

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勒贝尔 （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Ｃｏｌｂｅｒｔ） 正式创办了东印度公司 （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ｄ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 ｏｕ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ｏｕｒ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ｓ Ｉｎｄ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 在法王路易十四

的授权下， 该公司享有从南非好望角开始， 在整个印度、 东海、 南海为期 ５０ 年的贸易特许权，
在其徽章上印有它的拉丁文格言 “Ｆｌｏｒｅｂｏ ｑｕｏｃｕｍｑｕｅ ｆｅｒａｒ” （所到之处皆繁荣）。 这是一个商业组

织， 目的是为了与英国和荷兰争夺在印度的利益。
东印度公司虽然曾经吞并过本国的一家中国商业公司， 但是自 １６６４ 年成立后的 ３０ 年间， 并

没有派遣一艘船只前往中国进行贸易， 直到 １６９８ 年才开始试行。 当年， 法国富商儒尔丹

（Ｊｏｕｒｄａｎ）④ 费尽周折， 几经努力从东印度公司得到向中国派遣商船进行贸易的许可， 但条件是

要将 ５％的商品利润上交。⑤ 这艘 ４００ 吨吞吐量的巨轮——— “安菲特利特号” （ ｌ’ Ａｍｐｈｉｔｒｉｔｅ， 法

文意为 “海洋女神”）， 在拉罗克骑士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ｄｅ ｌａ Ｒｏｑｕｅ） 的指挥下， 于 １６９８ 年 ３ 月 ６ 日从

拉罗谢尔 （Ｌａ Ｒｏｃｈｅｌｌｅ） 起航， 在 １６９８ 年 １１ 月到达广州水域。 １７００ 年 １ 月返航， １７００ 年 ８ 月

回到路易港。⑥ 这是严格意义上第一艘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法国商船。 “安菲特利特号” 首航获

得的利润让法国政府和商人看到了在东方中国的极大商机， 儒尔丹也大受鼓舞， 他随后组建了一

个新的中国商业公司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东印度公司以 ２５ ０００ 利弗尔 （ｌｉｖｒｅｓ） 将印度

贸易特许权转让给这个新公司， 但同时规定该公司不得在印度境外任何地方从事商业贸易， 也不

得在其他分行处停泊靠港。 这时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由于法国与荷兰之间爆发战争等原因而濒临破

产。 １７１９ 年 ５ 月， 约翰·劳⑦将西方公司 （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印度公司 （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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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７６２ － １８３５） 在 １７７９ 年至 １７９３ 年间曾三次来到广州， 前后居住时间长达 ８ 年，
曾担任法国东印度公司大班， 后来担任法国商馆代表， 他通过大量的手稿及信件将自己经历和了解的贸易

状况记录下来。 １９６４ 年由德尔米尼整理成 《夏尔·贡斯当中国贸易回忆录》 （ Ｌ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ｓｕｒ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à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Ｓ􀆰 Ｖ􀆰 Ｅ􀆰 Ｐ􀆰 Ｅ􀆰 Ｎ􀆰 ， １９６４） 出版。
莫亥莱 （Ａｂｂé Ｍｏｒｅｌｌｅｔ， １７２７—１８１９）， １８ 世纪法国 《百科全书》 编委之一， １７８５ 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１７６９ 年出版了 《印度公司现状录》 （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ｄｅｓ， Ｃｈｅｚ Ｄｅｓａｉｎｔ，
１７６９）。
Ａｂｂé Ｍｏｒｅｌｌ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ｄｅｓ， Ｃｈｅｚ ＤＥＳＡＩＮＴ， １７６９， ｐｐ． １０ － １１．
儒尔丹： 历史上对这位富商并没有过多的记载， 我们仅可在一些有关东印度公司的记载中找到有关他的只

言片语： 儒尔丹是一位富有的工业主、 大玻璃制造商。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Ｍａｄｒｏｌ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ｘｔｒａｉｔ ｄｅｓ
Ｇｕｉｄｅｓ Ｍａｄｒｏｌｌｅ ： Ｃｈｉｎｅ， Ｃｏｍｉｔé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１９０４， ｐ． ３４． ）
Ａｂｂé Ｍｏｒｅｌｌ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ｄｅｓ， ｐ． １７．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Ｐａｕｌ， “Ｌ’ｏｒｉｇｉｎｅ ｄ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ｖｅｃ ｌａ Ｃｈｉｎｅ ： Ｌ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ｖｏｙａｇｅ ｄｅ ｌ’Ａｍｐｈｉｔｒｉｔ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１èｒｅ ｐａｒｔｉ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ｓａｖａｎｔ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０， ｎｕｍéｒｏ １， １９２８， ｐｐ． ４３３ － ４３４．
Ｊｏｈｎ Ｌａｗ（１６１７—１７２９）， 苏格兰货币改革家， 后为法国服务， 开发法属美洲领地的 “密西西比计划” 的制定

者。



ｄ’Ｉｎｄｅｓ） 和中国公司 （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合并组成东印度公司， 其特许经营权持续到

１７７０ 年。 由于商业贸易合作的国家政局不稳定以及英国海外贸易霸权的崛起， 东印度公司的经

营状况并不佳， 其商业资本和收益每年都在下降，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是， 与中国的商业贸易活

动中却获益丰厚。 莫亥莱依据东印度公司的账本， 列举了 １７２５ 至 １７６８ 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

中取得的逐年利润额。 根据莫亥莱的数据①， 笔者进行了统计 （表 １）：
表 １　 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所得利润表 （１７２５ －１７６８）

年份
在法国销售总额

（利弗尔）
购买额

（利弗尔）
净利润额

（利弗尔）
利润百分比

１７２５ － １７３６ １８ ９６１ ４８８ ９ ２７２ ８９９ ９ ６８８ ５４９ １０４％
１７３６ － １７４３ ２３ ６０２ １１２ ９ ７７９ ７０５ １３ ８２２ ４０７ １４１％
１７４３ － １７５６ ４１ ６９５ ９７４ １９ ２５２ ５２０ ２２ ４４３ ４２７ １１６％
１７６４ ５ １７３ ６６６ ２ ７９６ ４８０ ２ ３７７ １８６ ８５％
１７６５ ４ ４２９ ６１５ ２ ４２７ ３６６ ２ ００２ ２４９ ８２％
１７６６ ７ １３０ ９１０ ４ １５７ ６９６ ２ ９７３ ２１４ ７１％
１７６７ ５ ０５５ ７１６ ３ ０１３ ３４０ ２ ０４２ ３７６ ６８％
１７６８ ５ ８３８ ３７９ ３ ４８１ ８９１ ２ ３５６ ４８８ ６７％

从该表可以看到， 在与中国的贸易中， 东印度公司起初获利极为丰厚， 在 １７３６—１７４３ 年间利润

达到 １４１％ 。 这种形势在 １７５６ 年发生了变化， 在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 年间， 由于法国在与英国争夺殖民

地和领土的战争中失败， 印度公司的贸易受到重创。 但直至 １７６８ 年， 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法国东

印度公司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收益。 可见其利润变化与法国在海外霸权中的力量消涨息息相关。
１７２３ 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亲政， 他继承了路易十四的扩张政策， 不断发动对外战争。 在七年

战争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 中， 法国遭到惨败， 失去了加拿大、 俄亥俄河流域、 路易斯安娜、 塞内加

尔等地的商站， 在印度也丢掉了大片殖民地。 七年战争使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 而法国的强国地

位严重受损。 这场战争令法国的海外贸易受到重创， 也进一步影响到了与中国的贸易。 １７６９ 年

法国东印度公司在财产清算后解散， 法国的商业贸易向个体商人开放， 在广州的商站由法国国王

授权的王室管理委员会接管。 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 清政府规定广州是允许西洋外商来华贸易

的唯一口岸。 在这种形势下， 法国政府为了处理对华贸易事务， 在广州设立了商馆 （ ｌｅ Ｈａｎｇ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随着东印度公司的重组， 商馆的管理机构及人员也随之发生了变动， 从东印度公司管

理会转为王室管理委员会， 为前来广州进行贸易的法国商船提供服务， 解决纠纷， 并记录广州黄

埔港的相关情况， 兹不妨举例说明。
在 １７７２ 年王室管理委员会写给海军部长的信中就提到当年有若干海外船只来到广州， 其中

１３ 艘来自欧洲的英国， ２ 艘来自孟加拉， １ 艘来自孟买， ３ 艘来自荷兰， ２ 艘来自瑞典， ２ 艘来自

丹麦， １ 艘来自欧洲的葡萄牙军舰， ３ 艘来自法国。② 柯西尼在他的回忆录也提到：
我们次日到黄埔港时， 发现有六艘英国船， 六艘荷兰船， 一艘丹麦船， 三艘瑞典船和一

艘法国船停泊。 过了几日后， 又来了几艘法国、 英国和丹麦船只。③

１７７３ 年管理会在 “卡斯特里号” （Ｃａｓｔｒｉｅｓ） 商船回法国时带去的信件中提及本年有 ６ 艘法

国私人商船来到广州进行贸易④：
船长维斯龙 （Ｗｉｎｓｌｏｗ） 率领一支从马拉巴尔海岸出发的舰队于 ７ 月 ２３ 日到达广州；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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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ｂｂé Ｍｏｒｅｌｌ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ｄｅｓ， ｐｐ． １２５ － １２６．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Ｖｏｌ􀆰 ＩＩ， Ｅｒｎｅｓｔ Ｌｅｒｏｕｘ， １８８３， ｐ． ８．
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 Ｃｏｓｓｉｇｎｙ， Ｖｏｙａｇｅ à Ｃａｎｔ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ｅ ｃｅ ｎｏｍ， à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 Ｇｏｒéｅ， ｌｅ Ｃａｐ ｄｅ Ｂｏｎｎｅ －
Ｅｓｐéｒａｎｃｅ， ｅｔ ｌｅｓ îｌ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ｄｅ ｌａ Ｒéｕｎｉｏｎ， ｐ． ７２．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Ｖｏｌ􀆰 ＩＩ， ｐｐ． ２６ － ２７．



长拉伯理士莱 （Ｌａ Ｂｒｉｓｅｌａｉｎｅ） 驾驶 “海豚号” （Ｄａｕｐｈｉｎ）， 途径法国岛 （毛里求斯） 于 ８
月 ２９ 日到达广州； 船长奥莫拉 （Ｏｍｅｒａｔ） 于 ９ 月 ３ 日驾驶 “博蒙号”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也经过

同样的路线来到广州； “坡拉斯林公爵号” （Ｄｕｃ ｄｅ Ｐｒａｓｌｉｎ） 由克拉阿德骑士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ｄｅ
Ｃｌｏｕａｒｄ）， 即 国 王 船 队 副 手 驾 驶， 途 径 马 拉 巴 尔 海 岸 （ Ｍａｌａｂａｒ ） 和 科 罗 曼 德 尔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 于 ９ 月 １６ 日来到广州； “柏立松号” （Ｂｒｉｓｓｏｎ）， 船长为柏图 （Ｂｅｒｔａｕｄ）， 从

拉罗谢尔 （Ｌａ Ｒｏｃｈｅｌｌｅ） 出发， 经法国岛于 ９ 月 ２０ 日到达； “卡特琳娜号”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在

法国岛由拉罗彻特租用， 船长顾耶 （Ｄｕｃｌｏｓ Ｇｕｙｏｔ） 率船于 ９ 月 ３０ 日到达黄埔港。
由于所载货物质量极佳， 且当年只有 ９ 艘英国船只携带货物回到欧洲， 所以可想而知， 这 ６ 艘返

回法国的商船必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 １７７４ 年管理委员会写给海军部长的报告中列举了 ６ 艘法国船只来到黄埔港：

“恒河号” （Ｇａｎｇｅ）， 船长为若栏 （Ｇｅｌｉｎ）， 经马拉巴尔 （Ｍａｌａｂａｒ） 和本地治里 （Ｐｏｎｄｉ⁃
ｃｈéｒｙ） 来到澳门； “布罗格利公爵号” （Ｄｕｃ ｄｅ Ｂｒｏｇｌｉｅ）， 从法国直接来到澳门； “卓越号”
（Ｓｕｐｅｒｂｅ）， 皇家船队大副德韦尼 （Ｄｅ Ｖｉｇｎｙ）， 跟随布罗格利号从法国直接来到澳门； “本

地治里号” （Ｐｏｎｄｉｃｈéｒｙ）， 船长为剌莫特 （Ｌａｍｏｔｔｅ）， 经马拉巴尔和科罗曼德尔（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
停泊于黄埔港； “菲茨詹姆斯号” （Ｆｉｔｚ⁃Ｊａｍｅｓ）， 船长为皮埃莱 （Ｐｉｅｒｒèｓ）， 从圣马洛 （Ｓｔ⁃
Ｍａｌｏ） 和法国岛驶来停泊于黄埔港； “美洲人号” （Ａｍéｒｉｑｕａｉｎ）， 船长为尚特鲁

（Ｃｈａｎｔｅｌｏｕ）， 从圣马洛和加地斯 （Ｃａｄｉｘ） 驶来， 也停泊于黄埔港。①

１７７０ 年， 法国的自由贸易向个体商人解禁后， 前来中国的法国贸易船只也有所增加， 当然，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商船相比， 数量并非最多， 但也占据了一定的份额： １７７３ 年黄埔港停泊有 ６
艘法国船， １９ 艘英国船， ４ 艘荷兰船， １ 艘瑞典船和 ２ 艘丹麦船②； 而 １７７６ 年黄埔港停泊的 ２５
艘船中， 法国船有 ４ 艘， 其余的是 ４ 艘荷兰船， ２ 艘瑞典船， ３ 艘丹麦船， １３ 艘英国船 （５ 艘来

自欧洲， ８ 艘来自印度）。 康波曾统计出， １６９８ 年至 １７６９ 年间， 东印度公司曾派遣 １１０ 艘船到中

国进行贸易， 其吨位多在 ５５０—６００ 吨间； 而在私人贸易期间大致派遣了 ４０ 艘船，③ 但对随后的

情形语焉不详。 １９６４ 年， 法国学者德尔米尼出版了研究东印度公司的巨著——— 《中国与西方：
１８ 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 （１７１９—１８３３）》， 在第二卷中列举了自 １７１９ 年至 １８３３ 年间前来广州黄

埔港的欧美各国船只数量。 本文据此对来华贸易船只总量、 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及法国商船的数

量进行了统计 （表 ２）：④
表 ２　 １７１９—１８３３ 年黄埔港往来西方船只统计表

起止年限
法国船只数量

（艘）
英国船只数量

（艘）
西方国家来往

广州船只总量 （艘）

所占百分比

法国 英国

１７１９—１７６９ １０６ ３７７ ７６９ １４％ ４９％
１７７０—１７７８ ４５ １５９ ２７８ １６％ ５７％
１７７９—１８３３ ５６ ２ ６０７ ４ １１２ １􀆰 ４％ ６３％

　 　 从上表可以看到， 在 １７７８ 年前， 法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的船只数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

比， 大约是其数量的三分之一， 约占欧美船只总量约六分之一左右。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法

国的海外贸易霸权遭到了挑战， 这在前来广州贸易的船只数量也得到了体现。 １７７４ 年美国独立

战争爆发后， 欧洲各国与英国在海上贸易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纠纷。 法国在 “七年战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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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Ｉｂｉｄ． ， ｐｐ． ２８ － ２９．
Ｉｂｉｄ􀆰 ， ｐｐ． ２２ － ２３．
康波： 《法国东印度公司与中法贸易》， 《学习与探索》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Ｌｏｕｉｓ Ｄｅｒｍｉｇｎｙ，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à Ｃａｎｔｏｎ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１７１９ － １８３３， ｔｏｍｅ ＩＩ， Ｓ． Ｅ． Ｖ．
Ｐ． Ｅ． Ｎ． ， １９６４， ｐｐ． ５２１ － ５２５．



被英国夺取了诸多海外殖民地， 无时无刻企图复仇。 趁此机会，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下令参加战

争， 英国开始拦截法国和西班牙在海上的货船， 导致前来中国贸易的船只也受到影响。 因此，
１７７８ 年到 １７８２ 年， 几乎没有任何一艘法国商船来到黄埔港。 １７８９ 年， 法国国内爆发了大革命，
大革命政权和随后的法兰西帝国不支持法国海外商业机构的发展， 法国商船前来黄埔港的数量就

急剧下降， 只占到 １􀆰 ４％ 。 但毕竟在 １７７８ 年前， 法国是除了英国外与中国贸易最活跃的欧洲国

家， 在一些法国航海家或大班的回忆录里， 我们也可以找到有关当时贸易的记录。 柯西尼①在他

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所有欧洲人来到这里时， 都会对这样的场景印象深刻。 大量的船只来来往往， 川流不

息。 河岸入口处设有多处关卡， 对河口进行防御， 防止偷税漏税……。 船一停泊至黄埔港，
就有海关人员乘两艘中国船只来到船旁， 上船检查。 所有的货物都得付进出关税， 也有些货

物是禁止的， 例如带入鸦片、 运出白银。 海关人员会发放一张通行证， 任何物品在没有得到

许可之前是不能卸货的。②

大约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的人口增长惊人， 农业生产也随之扩大增强。 与欧洲人的贸易

促进了茶叶、 桑蚕及棉花的种植业， 也让丝绸制造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发达兴旺。 本土人口的

增长与文化和制造业形成了良性循环。③

法国东印度公司就如同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一样， 所交易的货物大多是茶叶、 丝绸、 南京

布、 瓷器等等。 广州位于珠江口， 可以容纳大量船只航行， 因而是欧洲船只前来贸易的主要目的

地， 其贸易的主要货物就是茶叶、 瓷器、 生丝、 丝织品、 漆器、 画纸和其他物品。④ “ （贸易）
禁令后来仅仅限于禁止鸦片进入帝国， 玻璃进出口以及黄金、 白银和大米的出口。”⑤ 柯西尼也

谈到另外一种交易货物———毛皮， “由于广州的气候缘故， 冬季风大寒冷， 但屋内一般都没有诸

如暖炉或壁炉的取暖设施， 因而人们都喜欢穿皮衣， 尤其是水獭皮， 但是其非常稀有和昂贵。 自

从美洲大陆发现后， 这种毛皮就显得很普遍了， 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 在广州售卖的毛皮柔软雪

白， 应该是某种类似白鼬的山猫皮。”⑥不过， 随着中国市场的需求， 欧洲商人为追求更高的商业

利润， 也开始迎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来运载货物。 １７７９ 年， 中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就有： 呢绒、
织物 （兰斯或勒芒、 羽纱等）、 矿物 （铁或杂青金石）、 玻璃制品、 铅、 乌木 （法兰西岛的）、
胡椒、 香檀木、 鸦片、 香料、 棉花、 海参、 木香、 犀牛角、 漆、 燕窝、 锡， 而出口欧洲的商品则

包括各类茶叶 （乌龙茶、 功夫红茶、 色种、 饼茶、 小种红茶、 白茶等）、 瓷器、 丝绸 （包括广东

和苏州生丝） 等。⑦ １７８２ 年一艘荷兰公司装载的丹麦货船就在巴塔维亚购买货物， 然后满载胡

椒、 丁香、 肉豆蔻、 鱼翅、 燕窝、 白银和黄金等物来到广州进行贸易。⑧

法国与中国在 １８ 世纪的海上贸易受到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 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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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ｏｓｅｐｈ⁃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 ｄｅ Ｃｏｓｓｉｇｎｙ （１７３６—１８０９）， 曾经担任过东印度公司的机械工程师， 并在广州的法

国商馆居住。 他从 １７５１—１７５２ 年就来中国做过科学航行， 此后多次来到广州。 他在 １７９８ 年写的回忆录中对

广州的城市面貌、 人口、 贸易状况做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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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ｉｓ Ｄｅｒｍｉｇｎｙ， Ｌ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ｓｕｒ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à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Ｓ． Ｖ． Ｅ． Ｐ． Ｅ． Ｎ． ， １９６４， ｐｐ．
１９１ － ２５５．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Ｖｏｌ． ＩＩ， ｐ． １５４．



特利特号” 首航开拓的美好局面， 让法国在 ８０ 年间西方诸国与华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随着

在国际战争中的失利及国内革命的爆发， 形势发生了变化， 来华贸易的船只与其他国家， 尤其是

英美相比， 渐显颓势， 在 １８ 世纪后期及 １９ 世纪初期几乎完全退出了海外贸易的舞台。 而作为法

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的代理机构———法国商行， 也经历了从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王家管理委员会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ｕ Ｒｏｉ） 到领事馆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 再到无奈谢幕

的过程。

二、 法国商行管理机构的变迁及主要负责人

１７１９ 年组建的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置了一个管理委员会。 杜蒙 （Ｄｕｍｏｎｔ） 是该委员会的负责

人， 由他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成员有米歇尔 （ Ｍｉｃｈｅｌ ）、 特洛里 （ Ｔｒｏｌｌｉｅｒ ）、 狄默德

（Ｔｈｉｍｏｔéｅ）、 劳郎斯 （Ｌａｕｒｅｎｃｉ）、 吉贝尔 （Ｇｉｌｂｅｒｔ）、 沃克兰 （Ｐｉｅｒｒ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Ｖａｕｑｕｅｌｉｎ）
及外科军医伯勒格尔 （Ｂｅａｕｒｅｇａｒｄ）。 １７６８ 年 １２ 月， 曾经作为印度公司商船 “迪拉斯公爵号”
（Ｄｕｃ ｄｅ Ｄｕｒａｓ） 大班的德罗卞 （Ｄｅ Ｒｏｂｉｅｎ） 担任委员会秘书。①该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的贸易特许

权为 ５０ 年。 １７６９ 年印度公司的特许权被撤销后， 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大都被解雇， 只有第二任大

班狄默德随后成了商行负责人， 与德罗卞、 克鲁埃 （Ｃｌｏｕëｔ）、 考斯特 （Ｐａｕｌ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Ｃｏｓｔａｒ） 组

成了一个新的委员会———王家管理委员会。② 随后不久狄默德被召回并由德韦尼 （Ｄｅ Ｖｉｇｎｙ） 暂

时代理职务。 １７７０ 年， 年仅 ３５ 岁的德罗卞就破格成为第三任大班及广州商行负责人。 而按常

规， 在法国东印度公司， 一般职员要到 ４５ 或 ５０ 岁时才有机会进行申请这样的职位。 不料狄默德

在 １７７２ 年返回东印度公司并重掌大权， 同年外科军医伯勒格尔被撤职， 由德斯图莱尔

（Ｄｅｓｔｏｕｒｅｌｌｅｓ） 担任商行的外科医生， 后又由巴里 （Ｐａｒｉｓ） 接任。 狄默德虽然回到商馆， 但是健

康状况不佳， 一应事务仍是由德罗卞处理。
１７７６ 年以前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置的商行都是由王家管理委员会负责， 主要活动是

在中国着手购买货物， 提前为每年东印度公司船只准备运送的货物， 同时保护法国与他国商

人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利益， 并维持中国政府给予法国商船的优待政策。 但事实上东印度公

司与中国的贸易事务完全被中国的中介商垄断经营， 因而广州的法国商行主要处理本国人交

易过程中的争端， 并进行裁决， 维护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贸易。 １７６９ 年后， 法国国内的自由贸

易声浪愈来愈高， 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的专营权也已到期， 大批个体商人在国家组织下开始

前往中国的贸易。 仅在 １７６９ 年至 １７７６ 年七年中， 就有 ３６ 艘法国船只来到黄埔港③， 每年平

均有五六艘船只， 法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日渐活跃， 事务纷杂， 王室管理委员在管理

时渐渐力不从心。
１７７６ 年 ２ 月，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决定仿照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 （ Ｓｕｒａｔｅ） 建立分行的经

验， 将管理委员会改为领事馆， 由一名领事和书记官组成， 负责调解纠纷， 维护本国商人之

间及其与欧洲其他国家商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法王起初下令任命狄默德为领事， 但他因健康

原因放弃， 领事馆第一任领事沃克兰遂于 １７７６ 年 ２ 月上任， 并由克鲁埃担任书记官。④ ３ 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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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Ｈｕａｒｄ＆Ｍｉｎｇ Ｗｏｎｇ， “ Ｐｉｅｒｒｅ － Ｌｏｕｉｓ － Ａｎｃｈｉｌｌｅ ｄｅ Ｒｏｂｉｅｎ，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ｄｅ Ｒｏｂｉｅｎ， ｄｉｔ ‘ ｌ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 ， １７３６ －
１７９２”，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Ｂｒｅｔａｇｎｅ， Ｔｏｍｅ ７０， Ｎｏ． ３， １９６３， ｐｐ． ２７４ － ２７５．
ＦＲ ＡＮＯＭ Ｃ１ １３ ｆｏｌｉｏｓ ４９ － ６８，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 － ｍｅｒ ； Ａｂｂé Ｍｏｒｅｌｌｅｔ， 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ｄｅｓ， Ｃｈｅｚ ＤＥＳＡＩＮＴ， １７６９， ｐ． ２０２．
Ｌｏｕｉｓ Ｄｅｒｍｉｇｎｙ，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à Ｃａｎｔｏｎ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１７１９ － １８３３， Ｔｏｍｅ ＩＩ， ｐｐ． ５２２
－ ５２３．
ＦＲ ＡＮＯＭ Ｃ１ １３ ｆｏｌｉｏ ５，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 － Ｍｅｒ．



日国王又下达 ２３ 条条例， 规定了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具体义务， 限于篇幅， 仅列举以下几条：
第 ７ 条： 每年年末， 在领事和两名公证员对领事馆收入及支出账目总表审核签字后， 书

记官或负责财务的职员须将副本寄往海军部的国务秘书。
第 ９ 条： 领事在处理民事或刑事事件时， 要极为谨慎， 避免行事对贸易造成不便， 引起

中国政府猜忌。
第 １０ 条： 所有来到广州的船只如果在此地遇到任何不法行为， 都可以在领事面前陈述，

进行判决。
第 １５ 条： 领事有义务对海难中去世的法国人处理后事， 清点其财产和证券票据， 且须

有领馆书记官及其他两位法国人在场签字证明。
第 ２２ 条： 所有在广州领事馆管辖范围内 （广州、 黄埔、 澳门等港口） 上岸的商船船主

或船长都必须在到达后向领事出示商船航行许可证， 递交航海报告， 并在到达及离开时需拿

到领事签署的证明书。①
从人事安排及规章制度来看， 这个领事馆是由法国国王任命， 承担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本国商人

责任的一种官方机构。 不过， 清朝政府并没有把它视作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式外交机构， “只有在

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争端时， 才去找它”②。
于法国商馆在广州的具体位置， １７６９ 年前来到中国的威廉·希基曾记录道：

从黄埔往城郊约半英里有一个码头或堤坝……每个商馆门前立一根高高的旗杆， 升起本

国的旗帜。 我在中国的时候， 它们的顺序是： 荷兰第一， 接着法国、 英国、 瑞典， 最后是丹

麦。③
高第也详细描述了法国商行的位置：

在人群密集的南郊， 珠江左岸河南岛 （ îｌｅ ｄｅ Ｈｏ⁃ｎａｎ） 对面约 ３５０ 米长的地方， １３ 家商

行 （Ｃｈｅ⁃ｓａｎ ｈａｎｇ） 面朝南方一字排开。 西边第一家是丹麦馆， 新中国街将其与一些中国商

铺隔开； 街对面是西班牙馆， 其次是法国馆， 与旧中国街路口的章 （官） 行 （ ｈａｎｇ ｄｅ
Ｔｃｈｏｕｎｇ ｑｕａ） 紧挨着。④
由于被任命为领事的狄默德从 １７７３ 年就身体不适， 故其早就去意已决。 而被任命为领馆书

记官的克鲁埃， 也在同年因病离开而前往了法国岛。⑤ １７７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法国国王下令任命沃克

兰 （Ｖａｕｑｕｅｌｉｎ， 曾任印度公司商船大班， 已前往中国数次） 为领事； 魏亚尔 （Ｖｉｅｉｌｌａｒｄ， 现居中

国， 才能卓越） 为领事馆书记官； 发放 ５０００ ｐｉａｓｔｒｅｓ 作为领事馆的经费。 沃克兰已经在东印度公

司作为大班服务了多年， 他在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 就获得葡印总督的许可， 在澳门居留， 对中

国文化习俗非常了解， 是非常合适的领事人选； 而魏亚尔曾协助德罗卞处理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委

员会事务， 办事能力也得到众人肯定。 法国商行在 １７７４ 年德罗卞回国后就由魏亚尔、 瑟毕尔

（Ｓｅｂｉｒｅ） 和卢罗 （Ｌｏｕｒｅｕｅ） 掌管， 但后二者在 １７７７ 年离开了中国， 这样， 法国商行就完全由魏

亚尔和沃克兰负责。 于是法国在广州的领事馆正式建立并开始发挥其为本国商人以及国家利益服

务的职能。
乾隆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 乾隆帝颁发了一系列有关广州对外贸易的管理条例。 其中最令各国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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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 ２ 卷， 区宗华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３６１ 页。
〔英〕 詹姆斯·奥朗奇： 《中国通商图》， 何高济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３０—１３１ 页。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ｅｓ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ｓ ｈａｎｉｓｔｅｓ ｄｅ Ｃａｎｔｏｎ”，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Ｓé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３， Ｎｏ． ５， １９０２， ｐｐ． ３１２
－ ３１３．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Ｖｏｌ． ＩＩ ： 在该卷档案中， 附有医生出具的正式文书， 并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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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而离职， 并非由于薪酬微薄。



大班们震惊的是他们在广州商馆的生活将受到限制。 规定有五条， 第一条即是：
船货如已卸清， 大班等应立即回国， 不得逗留广州。 但商船必须依季候风行驶， 往来有

定期， 故大班亦只有在此期间内回国。 如有交易未了、 账项未清者， 得留居澳门， 不必返回

欧洲， 以免奔波劳顿。①
澳门自从 １６ 世纪以来就有葡萄牙人居留， 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殖民占领， 中国对澳门

仍然有着绝对统治权。 从 １５８２ 年直至 １８４９ 年， 葡萄牙人以付租金的形式居留于澳门， 并与

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除了马赛的西班牙人以外的其他欧洲人都不得在澳门经商， 澳门只能作

为一处休闲暂栖之地。② １８ 世纪广州法国领事馆的最后一任商务代表贡斯当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在澳门的生活：

这些欧洲人每年 ２ 月至 １０ 月在澳门居住。 我在的那段时间里， 有 １５ 至 １６ 名英国人，
同样数量的荷兰人， ３ 个瑞典人， ３ 个丹麦人， ３ 个法国人， ３ 个奥匈帝国人， 以及几个法国

和英国个体商人。 而居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个个游手好闲， 没有任何正当职业， 尤其是那

些年轻人， 生活放荡不堪， 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忧的日子。③
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商人于贸易期外在广州居住， 法国广州领事馆的职员也不例外。 领

馆职员在澳门和广州两地的日常生活、 房租、 来回旅行花费就达到每年２３ ４００利弗尔。 不仅如

此， １７６９ 年和 １７７０ 年法国东印度公司贸易特许权到期后， 东印度公司下令将法国在广州商行

的全部家具和物品出售， 这也大大增加了商馆在广州的费用。 法国商行占据的房屋并不是东

印度公司的产业， 只有使用权， 每年需交租金 １１５０ 两 （约合 ８６２５ 利弗尔） 给房主———一位

中国行商：
没有租约也无字据， 每年船队离开时交租； 在去澳门前， 将留在商行里的所有家具和物

品进行清点， 由这个中国商人予以照看并保管所有钥匙。 当欧洲第一批商船到达， 大班们就

从澳门返回， 重新掌管商行及家具物品。④
沃克兰在 １７８２ 年病逝之前， 一直掌管着法国领事馆事务， 但他一上任就遇到经费短缺的问

题， 他写信给海军部长将实情告知， 请求增加拨款， 或者授权他向前来领事馆管辖范围内作贸易

的船只收取费用来弥补这部分的经费差额。 沃克兰发现即使不包括他们的薪水， 每年费用就要达

到 ２５２６８ 利弗尔， 有时需要 ３００００ 利弗尔才可以使得使馆正常运作。 但这项建议并未取得当时海

军部长的同意， 因为担心摊派费用会令法国商人的积极性受挫。 直到 １７７８ 年， 海军部才向领事

馆追加拨付了四分之一的经费。
随着海外贸易特权由垄断转向自由贸易， 法国商馆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管理委员会也由向公司

负责转变为向国王负责。 而任职的人员由于水土不服、 疾病缠身或者薪酬等原因频繁变动， 一直

以来并未有详细的名录。 笔者根据各方材料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⑤ （表 ３）：
１７８２ 年， 担任了六年领事的沃克兰去世。 副领事魏亚尔代理领事职务， 他招聘葛尔博

（Ｇａｌｂｅｒｔ） 做领事馆译员， 薪水每年 １０００ 利弗尔； 印度公司秘书长考斯特 （Ｃｏｓｔａｒ） 的儿子、 印

度公司前任大班———小考斯特 （Ｆｉｌｓ Ｃｏｓｔａｒ） 为书记官。 １７８３ 年， 领事馆人员做了一次大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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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 ２ 卷， 第 ５０３—５０４ 页。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ｒｒｉｖéｅ ｄｅｓ 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Ｔ’ 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Ｓéｒｉｅｓ， Ｖｏｌ ＸＩＩ， Ｎｏ． ４， １９１１， ｐｐ．
４８３ － ５４３．
Ｌｏｕｉｓ Ｄｅｒｍｉｇｎｙ， Ｌ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ｓｕｒ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à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ｐ． １４８＆ １５５．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Ｖｏｌ． ＩＩ， １８８３， ｐ． ２７１．
来源： 法国海外国家档案馆 （ＦＲ ＡＮＯＭ Ｃ１ ８ － １６，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 － Ｍｅｒ）； Ｐ． Ｈｕａｒｄ＆Ｍｉｎｇ Ｗｏｎｇ，
“Ｐｉｅｒｒｅ － Ｌｏｕｉｓ － Ａｎｃｈｉｌｌｅ ｄｅ Ｒｏｂｉｅｎ，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ｄｅ Ｒｏｂｉｅｎ， ｄｉｔ ‘ ｌ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 ， １７３６ － １７９２”，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Ｂｒｅｔａｇｎｅ，
Ｔｏｍｅ ７０， Ｎｏ． ３， １９６３， ｐｐ． ２６９ － ２８９ ；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 Ｖｏｌ． Ｉ， ＩＩ＆ＩＩＩ，
Ｅｒｎｅｓｔ Ｌｅｒｏｕｘ， １８８３．



　 　 表 ３　 １８ 世纪广州法国商馆管理机构人员名单

管理机构 任职时间 人员名单 职务

印度公司

管理委员会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１７６９ 年

以前

杜蒙 （Ｄｕｍｏｎｔ） 负责人、 第一任大班

米歇尔 （Ｍｉｃｈｅｌ） 职员

特洛里 （Ｔｒｏｌｌｉｅｒ） 职员

狄默德 （Ｔｈｉｍｏｔéｅ） 职员、 商船大班

劳郎斯 （Ｌａｕｒｅｎｃｉ） 职员

吉贝尔 （Ｇｉｌｂｅｒｔ） 职员

沃克兰 （Ｖａｕｑｕｅｌｉｎ） 职员

德韦尼 （Ｄｅ Ｖｉｇｎｙ） 商船大副

狄摩尔 （Ｍｏｎｔｉｇｎｙ ｄｕ Ｔｉｍｅｕｒ） 职员

德罗卞 （Ｄｅ Ｒｏｂｉｅｎ） 时任秘书、 大班

王家管理委员会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ｕ Ｒｏｉ）

１７７０ － １７７６

狄默德 （Ｔｈｉｍｏｔéｅ） 组建人、 负责人、 第二任大班

德韦尼 （Ｄｅ Ｖｉｇｎｙ） 接任狄默德， 暂代职务

德罗卞 （Ｄｅ Ｒｏｂｉｅｎ） １７７０ 年进入委员会、 第三任大班

克鲁埃 （Ｃｌｏｕëｔ） 委员会组建人之一

考斯特 （Ｃｏｓｔａｒ） 委员会组建人之一

德斯图莱尔 （Ｄｅｓｔｏｕｒｅｌｌｅｓ） 外科军医， １７７２ 年接任 Ｂｅａｕｒｅｇａｒｄ
巴里 （Ｐａｒｉｓ） 外科军医， 接任德斯图莱尔

瑟毕尔 （Ｓｅｂｉｒｅ） 职员

卢罗 （Ｌｏｕｒｅｕｅ） 职员

领事馆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
１７７６—１８０１

沃克兰 （Ｖａｕｑｕｅｌｉｎ） 领事

魏亚尔 （Ｖｉｅｉｌｌａｒｄ） 书记官

小考斯特 （ｆｉｌｓ Ｃｏｓｔａｒ） 书记官

葛尔博 （Ｇａｌｂｅｒｔ） 第一译员

小德金 （Ｄｅ Ｇｕｉｇｎｅｓ） 第二译员， １７８７ 年 － １８０１ 年担任领事

巴里 （Ｊｕｌｉｅｎ Ｐａｒｉｓ） 外科军医

瑟毕尔 （兄） （Ｓｅｂｉｒｅ ａｉｎé） 职员

特里安 （Ｔｅｒｒｉｅｎ） 商人

瑟毕尔 （弟） （Ｓｅｂｉｒｅ ｃａｄｅｔ） 商人

西蒙 （Ｓｉｍｏｎ） 商人

布莱特 （Ｂｕｒｅｔｔｅ） 商人

贡斯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最后一任商务代表

皮隆 （Ｐｉｒｏｎ） 商务代表， 贡斯当合伙人

整。 原来拒绝领事职位的狄默德及曾三次来过广州的印度公司大班朗特 （Ｌｅｎｔｉｅｒ） 都想来广州领

事馆工作， 但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小德金 （Ｃｈｒéｔｉｅｎ Ｌｏｕ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Ｇｕｉｇｎｅｓ）
而败下阵来。

１７８５ 年， 魏亚尔以健康不佳和家庭团聚为由申请卸任回国。 在这种情形下， 法国海军部就

授权昂特卡斯特骑士在广州领事馆调查情况、 核减人员， 只保留一个代理人和一名翻译。 小考斯

特以健康状况不佳推辞不就。 考虑到小德金精通中文， 并在领事馆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 昂特卡

斯特就建议由小德金身兼两职。 小德金上任后， 面临着种种危机。 １７８０—１７８７ 年间， 法国在广

州的贸易处于低潮期， ７ 年中只有 １６ 艘商船来广州黄埔港做贸易，① 广州领事馆成了法国国内无

人关注的一个机构， 自然没有充足的经费提供； 小德金在任时， 境况十分窘迫， 甚至旗杆坏了都

无钱更换， 而在广州竟然没有一个自己的居所， 更是让他极为尴尬。
法国当时已经处于大革命前夕， 社会动荡， 商人和平民对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极为不满， 开

始反对贵族和教士的特权， 法国的封建制度陷于严重危机。 １７８９ 年波旁王朝被推翻， 随后革命

阵营内部又出现了各种斗争， 法国政局几经更迭， 无暇顾及海外市场。 小德金写往国内请求增加

经费、 购买房屋的信件石沉大海。 法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也极为艰难。 与欧洲其他国家在中国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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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ｏｕｉｓ Ｄｅｒｍｉｇｎｙ，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à Ｃａｎｔｏｎ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１７１９ －１８３３， Ｔｏｍｅ ＩＩ， １９６４， ｐ． ５２１．



勃发展的贸易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法国商业贸易一蹶不振。 １７８８ 年大班蒙蒂涅 （Ｍ． ｄｅ
Ｍｏｎｔｉｇｎｙ） 率三艘印度公司商船来到广州， 遭到在广州英国商人的恶意阻挠， 再加上中国商人看

到这些法国人居无定所， 怀疑他们信用不佳而不愿意与其进行贸易， 蒙蒂涅的这次航行几乎没有

取得任何利润。① 我们还找到这样一份记录， １７９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香山知县许敦元曾向澳门理事

官甘博亚下令， 将澳门葡萄牙人擅自扣押的一艘船只交还法国商人。②

法国与中国的贸易， 与英国、 荷兰、 美国、 丹麦等国相比， 渐渐处于劣势， 难以在这份利益

中获取一杯羹。 而这时坚守在法国广州领事馆的代领事小德金依然没有放弃， 试图继续维持这个

机构的运作。 １７９１ 年， 小德金写信回国， 请求担任领事一职， 表示会尽力为法国商人在广州黄

埔与他国商人的纠纷中维护本国人的利益， 继续保留在商行前升起法国国旗的权利。 当年 １０ 月

小德金收到委托书后就职， 但薪水并没有增加， 不仅如此， 他在与其他国家商馆大班的来往中也

备受屈辱， 英国人认为这个只有着领事的空头衔， 依然领着译员薪酬的人没有资格作为法国政府

在广州商馆的代理人。 随着英国人占领本地治里 （Ｐｏｎｄｉｃｈéｒｙ）， 从 １７９３ 年起小德金就没有再收

到过任何经费， 他被迫在 １７９６ 年去了法国岛， 后又去了马尼拉， 于 １８０１ 年乘坐一艘丹麦船回到

了欧洲。 １７９０ 年 ４ 月， 法国东印度公司被解散， 随后重新组合变成一个私有公司， 在广州的商

馆也随之被拍卖， 由曾担任印度公司大班的贡斯当和皮隆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Ｐｉｒｏｎ） 竞价购得。 １７９３
年 １ 月， 贡斯当将房屋全权转交给皮隆， 并留下约 １， ４１６ 皮埃斯特作为商馆运作经费， 离开广

州返回欧洲。③ １８０４ 年， 皮隆④去世， 法国商馆就此落下帷幕。 法国传教士苏振生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Ｒｉｃｈｅｎｅｔ） 在 １８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的报告中记录了以下情况：

法国人曾经有一个商行。 在印度公司解散时， 即大革命前夕就被拍卖。 由印度公司前大

班贡斯当和皮隆二人购得。 两人随后离开广州， 皮隆在 １８０２ 年底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返回，
但他只是得到法兰西岛 （ îｌ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政府的授权任命。 他将商行重修， 并升起了国旗。
但他在 １８０４ 年底不幸去世， 并作为贡斯当的债务人， 将商行抵押给了贡斯当， 于是贡斯当

成为商行唯一的所有人。 我并不清楚贡斯当是否将之卖给了某个英国人， 接下来是由一位英

国人照看商行， 并分租给几位商船船长。 因为贡斯当———这位日内瓦人彼时已经在英国定居

数年了。⑤

三、 法国商行各阶段管理机构的主要活动

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以及后来的王室管理委员会在处理商业贸易方面发挥着作用，
而由国王下令设立的广州领事馆则不仅在贸易方面， 亦在政治、 宗教等方面保护本国国民， 维护

国家利益。 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 在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奏请下， 清政府批准了其所提出的 《防
范外夷规条》， 总为五条：

一， 夷商在省过冬， 应请永行禁止； 二， 夷人到粤， 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 三， 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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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Ｒ ＡＮＯＭ Ｃ１ １６ ｆｏｌｉｏｓ １１０ － １１８，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 － Ｍｅｒ．
刘芳、 章文钦编： 《香山知县许敦元为饬将所查封法船货物交还事下理事官谕》，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

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下册，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９ 年， 第 ６７３—６７４ 页； 〔美〕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

年史》 第 ２ 卷， 第 ５３１ 页。
Ｌｏｕｉｓ Ｄｅｒｍｉｇｎｙ， Ｌ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ｓｕｒ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à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 ９１．
据德尔米尼所整理的 《有关中国贸易的贡斯当回忆录》， 贡斯当是法国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最后一任商务代

表， 而皮隆则为其朋友及合伙人 （ Ｌｏｕｉｓ Ｄｅｒｍｉｇｎｙ， Ｌ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ｓｕｒ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à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１９６４， ｐ． １２）。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Ｒｅｐｒｉｓｅ ｄ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ｖｅｃ ｌ’Ａｎｎａｍ ｓｏｕｓ ｌａ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 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Ｓé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４， １９０３， ｐ． ２９３．



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 并应查禁； 四， 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 宜请永除； 五， 夷船

进泊处， 应请酌拨营员弹压稽查。①

在这种情形下， 法国商行的管理人员及一些前来贸易的个体商人就不得不在澳门居留很长时间。
但是有些法国商人在澳门过冬期间惹是生非， 屡屡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 １７８５ 年， 时任葡萄牙

澳门总督的法里亚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Ａｌｅｉｘｏ Ｌｅｍｏｓ ｄｅ Ｆａｒｉａ） 下达私令， 禁止法国大班们冬季在他所管辖

的区域居留。 消息传回法国后， 海军部立即与凡尔赛的葡萄牙大使苏扎 （Ｓｏｕｚａ） 交涉， 经过协

商， 果阿总督收回了其下属澳门总督的这道私令， 此事才得以解决。 １７８７ 年， 昂特卡斯特骑士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ｄ’ Ｅｎｔｒｅｃａｓｔｅａｕｘ） 在海军部长授意下， 借口前去确认在澳门的法国人是否可以如同其

他欧洲人一般自由出入， 前来中国， 但其真实意图是向中国人传递消息， 让他们明晓英国人对这

个帝国的觊觎之心。② 出发之前， 他给北京宫廷的法国传教士写了一封信：
为了国王及传教事业， 也为了中国人， 请阁下向北京朝廷申请允许梁栋材 （ Ｊｅ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Ｇｒａｍｍｏｎｔ） 在广州居住。 没有这位传教士的帮助， 我不能顺利地完成所肩负的责任， 我

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 需要他继续予以协助。 我已经向海军部长极力陈情并得到他的同

意， 希望你们能够帮忙促成此事。 梁栋材性格谨慎， 才思敏捷， 与英国人在领土以及亚洲海

域进行交涉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故而我们可以预见， 他居留广州必定会维护中国人的利

益， 也会促进我国与中国共建联盟， 甚至在我们与英国在印度和亚洲市场的竞争都大有裨

益。 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不了解， 有些事情会对他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但其惘然不知； 英

国人企图垄断在中国的贸易， 在大幅增加前往中国进行贸易的船只的同时， 想将威胁他们野

心的其他国家驱赶离开。 从我指挥船只进入珠江口时看到的情形来判断， 他们已经探查了中

国所有海岸， 尤其是北直隶 （Ｐé － Ｔｃｈｅ⁃ｌｉ） 海湾。 那么一旦形势有变， 他们就可以长驱直

入， 攻占北京。 梁栋材神父居住在广州， 一则并没违反 （中国） 皇帝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命

令， 二则他会设法将英国人沿着中国海岸建造房屋的真实意图上报 （中国） 皇帝……
１７８２ 年新年前夕， 昂特卡斯特③

１７８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梁栋材在广州写信将英国人的意图告知在北京宫廷的汪达洪 （ Ｊｅａｎ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ｄｅ Ｖｅｎｔａｖｏｎ）， 让他寻找合适时机上报给皇帝。④ 汪达洪当时在宫中为乾隆皇帝的画师潘

廷章 （Ｇｕｉｓｅｐｐｅ Ｐａｎｚｉ） 做翻译， 同时还是宫中的钟表师， 有机会见到皇帝， 但此事在汉文档案

中并未见记载。 除此之外， 昂特卡斯特还在法国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 前去广州府衙商讨设立厦

门商行， 但无功而返。⑤ 不过， 法国广州领事馆在维护本国商人和国家利益方面， 毋庸置疑起着

一定的作用。
广州领事馆与当时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一直保持着联系， 他们协同为法国争取在中国的利

益。 领事沃克兰在 １７７８ 年 ２ 月 ８ 日在广州写给海军部长的信件中提及：
中国皇帝希望得到一块镜子用来装饰他的宫殿， 故而向我们法国人询问可否从法国运来

此物。 这种要求对我们来讲非常荣幸， 因为这往往会给我们国家带来诸多利益。 我相信阁下

会将此事妥帖办好， 具体尺寸如下：
　 高……………８７ 寸

　 宽……………７２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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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古籍研究所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第 １ 册， 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３３６—３３８ 页。
ＦＲ ＡＮＯＭ Ｃ１ １６ ｆｏｌｉｏｓ ４１ － ４２，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 － Ｍｅｒ．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 Ｖｏｌ． ＩＩ， ｐｐ． １２２ － １２４．
ＦＲ ＡＮＯＭ Ｃ１ １６ ｆｏｌｉｏ ７０，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 － Ｍｅｒ．
ＦＲ ＡＮＯＭ Ｃ１ １６ ｆｏｌｉｏｓ ４１ － ４２，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 － Ｍｅｒ．



１７７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信件：
阁下：
中国皇帝连发三封信件催促广州总督询问我是否在去年就已经写信给您谈到他想从法国

拿到两面镜子用以装饰宫殿。 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 想尽快收到这两件物品。 另有一事， 中

国皇帝交由德罗卞回国时带回的珐琅涂金铜花瓶图纸， 是否已经在巴黎让人做好， 这是皇帝

为他一年半前仙逝的皇太后订制的礼物， 希望能告慰她的亡魂。 如若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中

国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悦， 这对我们也极有好处。 故而， 阁下， 我请求您下令让印度公司的负

责人或其他相关人员从速完成此事。①

这些信件都得到了法国海军部的积极回复， 对乾隆皇帝订购物品的要求尽量满足。 １７８３ 年法国

在巴黎为中国皇帝购买的两面镜子由圣马洛运往广州法国领事馆， 镜子连同包装费、 运费及船员

的费用就达 １１ ４１６ 利弗尔； 而 １７７９ 年依照乾隆皇帝命令将凯旋图 （即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在法国做成铜刻版的费用， 也是由公行 （Ｃｏ⁃ｈａｎｇ） 先行给法国领事馆价值 １８ ８００ 利弗尔的抵押

物， 再在 １７８１ 年交付 １０ ０００ 皮埃斯特给东印度公司， 这笔钱中的一半用于广州法国领事馆的开

支。 蒋友仁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ｅｎｏｉｓｔ） 就在 １７７３ 年写回法国的信件中谈到： “在广州的几位法国人给我

寄来一份函件”② 交涉得胜图的印刷问题， 他与钱德明为此将乾隆皇帝的意见转达给广州承办的

法国人， 我们在此可以推测出， 虽然他信件中并未指明是何人， 但就高第提供的资料来看， 应该

是当时在广州的商馆人员。
除了为维护法国在中国的利益所作的努力， 广州领事馆也为法国传教士在澳门和内地的传教

经费的传递提供帮助。 １７８２ 年 １２ 月， 时任澳门巴黎外方传教会账房总司库的德斯古维尓 （Ｊｅ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ｓｃｏｕｒｖｉèｒｅｓ） 出具了一份证明：

兹证明本人， 澳门巴黎外方传教会账房总管， 从副领事魏亚尔处收到 ７６６ 皮埃斯特。 本

人曾在澳门将这笔钱委托广州的法国领事沃克兰转交广州传信部账房， 但因前领事先生去世

而未能实施。
澳门巴黎外方传教会财务管理处

１７８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③

领事馆也为法国公民提供必要的帮助。 前来远东的商船在海上遇险时， 它都发挥过积极的作

用， 在一些法国船只失事后参与后续处理。 １７７９ 年， 领事馆通过法国船只 “玛丽 － 玛德琳娜号”
（Ｍａｒｉｅ⁃Ｍａｇｄｅｌａｉｎｅ） 就为 １７ 名欧洲遇险人员购买所需救援物品； 在 １７８２ 年的领事馆账目中， 我

们也发现就有 １２００ 皮埃斯特是副领事魏亚尔为法国囚犯 Ｌａｖａｌ， Ｄａｖｉｄ， Ｄｅｓｖａｕｘ， Ｂｏｉｓｄｉｚｏｎ，
Ｂｉｎｑｕｅｒｔ， ｌａ Ｍｏｔｈｅ 及 Ｇｕｉｂｅｒｔ 支付的房租费用， 这些人将由英国人带至广州后乘船返回英国。④

值得一提的是， 彼时的法国广州领事馆还在其他国家之间产生纠纷时提供协助， 遏制英国企

图在华贸易中一国独大、 阻拦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野心。 １７８４ 年， 在独立战争后， 美国派出以

萨缪尔·肖（ Ｓａｍｕｅｌ Ｓｈａｗ）⑤ 为首、 格林 （ Ｊｏｈｎ Ｇｒｅｅｎ） 为船长的船队， 驾驶 “中国皇后号”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来到广州黄埔港， 却不料不仅要遭受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种种刁难， 还要面对

英国人的诡计。 英国人利用这些美国人初来乍到、 语言不通的境况， 在中国官员面前妄言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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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Ｖｏｌ． ＩＩ， ｐｐ． ９１ － ９６．
〔法〕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ＶＩ》， 郑德第译，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５７ 页。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Ｖｏｌ． ＩＩ， ｐｐ． １４９ － １５０．
Ｉｂｉｄ． ， ｐｐ． ２２１ － ２２３．
萨缪尔·肖（Ｓａｍｕｅｌ Ｓｈａｗ）， 曾在美国解放战争中担任炮兵军官， 是第一个前来中国做贸易的美国商人。
１７８４ 年， 带领 “中国皇后” 号船队， 满载花旗参前来广州黄埔港交易中国红茶。 １７８６ 年成为美国驻广州第

一任领事。



人是大不列颠的子民。① 美国人深陷窘境， 求助于法国领事馆领事魏亚尔：
我们， 前来中国贸易的美国商务大班， 请求您知晓以下这种情况， 由于潘启官

（Ｐａｎｋｅｋｏａ） 的歪曲， 在向户部呈文中将我们视为英国人， 前来此地的船只亦被认为是英国

船只， 因此导致一应事务尽归大不列颠国管辖。
我们向您提出恳切的请求， 希望可以扭转如此谬误， 向中国人表明我们是一个自由、 独

立的主权国家。 我们以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国王陛下盟友之身份， 请求您派遣皇家译员葛尔

博先生向中国人转达， 我们是美国人， 来自一个自由、 独立、 拥有主权的国家， 与大不列颠

毫无关系， 并不效忠于它或其他任何国家， 我们属于独立自主的美联邦政府。 故特此请求中

国人可以明晓我们的诉求， 承认并接受我们所持的护照。②

１８ 世纪设立的法国广州领事馆虽然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具有两国外交层面交流作用的机

构， 但它在维护国家利益、 为本国商人在华生活及贸易往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国内

大革命的爆发， 以及法国在海外霸权中与英俄等国之间战争的失利， 东印度公司解散， 其在华管

理机构———广州商馆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１８３２ 年后， 法国重新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但无论

形式或意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与本文所述的法国商馆有着本质区别。

结　 语

法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开拓海外贸易， 更好地开展与中国的商贸活动， 在广州设立了商馆， 其

间历经了由东印度公司设立的管理委员会到法国国王和海军部直接管辖的领事馆这一过程。 商馆

的设立及兴衰都与法国国力的消涨息息相关。 在 １８ 世纪下半叶， 由于法国在与英国的海外战争

中失去了欧洲强国的地位， 再加上国内社会各阶层发动大革命， 政局跌宕， 导致其在中国的贸易

大幅下滑。 本文依据保存在法国海外国家档案馆中的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档案及其最后一任商务

代表贡斯当的回忆录等原始材料， 结合前人的一些成果， 梳理法国来华贸易船只、 商馆管理机构

职员及职能变动等情况， 试图还原清代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中的真实情况， 以期读者更全面

详尽地了解中法两国的早期经济贸易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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